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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三江源区域的雪豹潜在栖息地

为了更好地界定三江源区域雪豹种群估计的范围，研究团队首先模拟了该区域雪豹的潜

在栖息地。研究团队使用了 2008 – 2017 年收集的 560 个雪豹分布点，与 29 个环境变

量共同纳入分布模型，划出了三江源地区的雪豹潜在栖息地，覆盖面积为 116,570 平方

千米。

模型结果显示，雪豹主要生活在坡度较大、道路密度较低的区域。保护优先区域分析显示，

核心栖息地由西向东主要分布在：唐古拉山乡部分区域、澜沧江源头杂多县与治多县交

界处、治多县索加乡、玉树 – 杂多 – 囊谦的大片连续核心栖息地、阿尼玛卿神山区 ( 兴

海 – 玛沁 )、年保玉则神山区 ( 久治 – 班玛 )。

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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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源区域的雪豹种群数量估算

研究团队整合了 2015 – 2021 年间在三江源地区 12 个研究位点收集到的红外相机种群

调查数据，基于两类栖息地分层评估了种群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利用空间标记重捕模型

（SECR）估计了 36 万平方千米区域内的雪豹密度和种群现状。结果显示，在雪豹潜在

栖息地内，雪豹的平均密度为 0.90 只 / 100 平方千米（95% CI：0.68 - 1.21 只 / 100 平

方千米），种群数量为 1002 只（95% CI：755 - 1341 只）。

这项研究强调了三江源雪豹种群在全球雪豹保护中的重要性，也为后续基于已有数据开

展雪豹种群快速评估搭建了创新性的框架方法。根据本次评估的结果，三江源地区的雪

豹种群数量占全球雪豹种群数量（ 4678 到 8745 只）的 11% ~ 21%，且三江源雪豹潜在

栖息地内的雪豹密度高于全球大多数已有大尺度的研究区域。

从中国乃至全球的尺度上来看，在三江源地区开展长期的雪豹监测与保护工作，对于维

护雪豹种群健康，促进生态系统安全，都拥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江源保护的重要性

三江源区域位于中国青海省南部，行政区域上包括海南、黄南、玉树、果洛 4 个州的 16 

个县以及格尔木市的唐古拉乡，总面积为 39.5 万平方千米。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东部，以

山地地貌为主，山脉绵延、河流众多。山脉主要包括东昆仑山、阿尼玛卿山、巴颜喀拉

山和唐古拉山等，海拔在 3335 ~ 6564 米之间。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同源于此，

被誉为“中华水塔”，是亚洲乃至世界孕育大江大河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具有极其重要的 

水源涵养功能，是我国重要的淡水供给地，每年为 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5 个周

边国家提供近 600 亿立方米的优质淡水，是数亿人的生命之源，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 2023)。

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特殊气候条件，也孕育了三江源独特的生物区系，被誉为高

寒生物自然种质资源库。该地区属于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主要表现为冷热两季交替，

干湿两季分明，年温差小（全年平均气温为 -5.6 ~ 3.8 ℃）、日温差大，日照时间长、辐

射强烈，无四季区分的气候特征。由于海拔高气温低、热量资源不足，植物生长期短（何

友均 , 2008），这里生态环境较为原始、脆弱。

三江源区域雪豹潜在栖息地分布（左）和栖息地优先度分区分布（右），改自肖凌

云等 2019 年发表于《生物多样性》的“三江源地区雪豹保护优先区规划”

PART2
三江源：
中华水塔，雪豹家园

在全球雪豹分布的12个国家中，中国处于整个分布区域的核心位置，与除乌兹别克斯坦

外的其它10个雪豹分布国都有接壤。世界上8个雪豹主要分布生态区中，除兴都库什山

外，剩下如阿尔泰山脉区、喜马拉雅山脉区等，都分布或延伸至中国境内。据估计，中

国覆盖了世界 60% 的雪豹栖息地 (Li et al., 2016)，其中优质栖息地占了很大比例。

因此，中国是全球雪豹生存繁衍、扩散交流的重要区域，也是全球雪豹保护的重要支柱，

而三江源区域，又是中国雪豹分布的核心区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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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地广人稀，猎物种群丰富，栖息地质量高，养育着健康的雪豹种群，是中国乃至

全球雪豹保护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已有的栖息地建模研究显示，该地区内适宜于雪豹

的栖息地占据了三江源总面积的 31.8% (Xiao et al. 2019)。

2000 年，青海省三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2003 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6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成为我国第一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正式成为中国设立的首批国家公园中的其中一员。正式设立后的

三江源国家公园在体制试点基础上，优化调整功能分区和范围，将长江的正源格拉丹东、

长江的南源当曲、黄河源头的约古宗列等区域纳入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范围，面积扩展

至 19.07 万平方公里 (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 2023)。

从试点开始，三江源国家公园为范围内的 16,621 户牧民设立了”一户一岗“的生态管护公

益岗位，管护员负责对园区内的湿地、河源水源地、林地、草地、野生动物进行日常巡护，

开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发现、报告并制止破坏生态行为，监督执行禁牧和草畜平衡

情况等。这项政策使当地牧民由草原利用转变为保护生态为主，兼顾适度利用，当地牧

民因此成为这片土地保护的主要力量。

十几年来，在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多家科研院所与社会组织都在三江源

区域的雪豹研究和保护上投入了极大的努力，在这十几年间聚沙成塔。三江源国家公园

管理局于 2023 年更新发布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到 2025 年，

雪豹、藏羚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种群稳定健康，野生种质资源得到进一步保护。”雪豹成

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以及指示物种。

以这篇报告的参与方为例，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自

2009 年以来，在三江源地区进行着持续至今的雪豹分布、种群动态及保护工作。在研究

工作基础上，山水与在地社区以及地方政府一起建立了社区监测与巡护网络，利用国家

公园体制改革试点等契机，将监测与巡护网络在三江源地区推广，并尝试与国家公园的

管护岗位进行对接。

在 2017 年起，原上草自然保护中心以黄河源阿尼玛卿区域为核心，联合其他保护机构、

科研人员及地方相关政府部门，共同开展雪豹监测与保护工作。项目团队在该区域倡导

自然圣境保护模式，组建了由五个社区联合组成的监测团队，通过专业培训提升 200 多

名社区监测人员的能力，并在约 1 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完成开展雪豹种群分布调查。在

此基础上，以雪豹及其伴生物种为主题，在五个社区内开展自然教育活动，帮助公众更

好地理解雪豹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此外，协助四个社区建立了国内青少年参与雪豹景观

体验的自然教育渠道和课程体系，进一步提升公众对雪豹及其生态系统保护重要性的认

识，同时深入探讨当前面临的人兽冲突和栖息地管理等问题。

而在年保玉则神山的脚下，2007 年成立的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也在持续开展雪豹

相关工作。该协会是在果洛州久治县民政局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致力于保护年保玉则

地区的湿地、草原、森林等重要生态系统和优秀传统文化。目前，协会的成员主要由年

保玉则周边的牧民、僧人、教师和学生等组成。自成立以来，协会积极带领当地农牧民

参与野生动物、植物、湿地、雪山和冰川的监测和保护工作，并发起社区保护小组，设

立保护小区，共同守护藏鹀、雪豹、水獭、黑颈鹤等珍稀物种。此外，协会还面向牧民、

青少年和游客开展环境教育活动，培养民间纪录片导演与生态文化导游，尝试与科学家

和藏传佛教寺院合作开展关于生态保护的平等对话，并以影像、图片和文字的方式系统

记录年保玉则周边地区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变迁，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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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工作保障了长期、大规模的红外相机调查基础 ( 刘沿江等 , 2019)，这让我们有机

会从中获取更进一步的分析结果，并应用于未来的保护策略建议与制定。

雪豹作为旗舰物种的生态保护价值

雪豹（Panthera uncia）是猫科（Felidae）豹亚科（Pantherinae）动物，成年雄性重约

37-55 千克，雌性重约 35-42 千克，肩高约 60 厘米，头体长约 1-1.3 米，尾长约 0.8-1

米 (Hemmer, 1972; Johansson et al., 2013)。因其声带缺少弹性纤维组织厚壁，通常无

法像其它大型猫科动物一样“吼叫”，故一度被单列为雪豹属（Uncia）(Pocock, 1916a; 

Hemmer, 1972; Peters, 1980; Sunquist and Sunquist, 2002)。最近的系统发育学分析将

雪豹归入了豹属（Panthera），与虎（Panthera tigris）亲缘关系最近，分化时间大约在

200 万年前 (Johnson et al., 2006)。

雪豹起源于青藏高原腹地，是活动海拔最高的大型猫科动物，被誉为“雪山之王”，主要

生活在林线以上的高山和亚高山带，喜爱险峻峭壁、峰峦、溪谷和裸露岩石。作为中亚

和南亚高寒山地的旗舰物种，它们广泛分布于据估计 280 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 (McCarthy 

and Mallon, 2016; McCarthy and Chapron, 2003)，包括了阿富汗、不丹、中国、印度、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

克斯坦 12 个国家。在蒙古和中国新疆，它们可能会占据相对平坦的地形；在俄罗斯和中

国天山的部分地区，它们会出现在针叶林中；在喜马拉雅和横断山区，它们也可能到林

线以下活动。雪豹的主要野生猎物是山地有蹄类动物如岩羊（Pseudois nayaur）和北山

羊（Capra sibirica）等，同时也捕食在其领域内的其它小型动物，如旱獭、鼠兔、兔类、

小型啮齿类和鸟类等。

从科学角度来说，大型食肉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具备重要的生态功能。过往研究表示，在

31 种大型哺乳类食肉动物中，有 7 种都能够通过营养级联来帮助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Ripple et al., 2014)。它们还影响着腐肉的资源量，而稳定的腐肉资源可以使食腐动物获

得更多的能量，维持食腐动物的种群，进而使得生态系统的分解功能可以高效运转，保

障整个系统的能量流动。除此之外，大型食肉动物种群也和传染病动态等息息相关。

雪豹踞于复杂食物网的顶端，可以通过捕食作用控制范围内食草动物的数量，从而影响

植物植被。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大量采集三江源地区的食肉动物粪便样品，利用

DNA 宏条形码（DNA Metabarcoding）技术解析研究食物网结构，试图揭示物种共存机

制与群落组织规律。研究显示，三江源地区雪豹的食谱中，野生猎物如岩羊的占比非常

大（Lu et al., 2023）。在三江源地区针对雪豹和岩羊的研究中发现，岩羊的幼母比不论

在春季还是夏季都显著受到雪豹出现频次的影响，雪豹出现越多的地区岩羊的幼母比越

低。这里的雪豹对岩羊的捕食效率应为密度制约型，即捕食效率随着猎物密度升高而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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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雪豹可以起到稳定猎物种群、调控猎物密度的作用（肖凌云，2017）。从这个角

度上讲，雪豹很大比例地调控着岩羊的种群，而岩羊又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

存在于不同体型的多个食肉动物的食谱之中。雪豹这样的大型食肉动物通过捕杀大型有

蹄类而产生的腐肉资源，可能为中型食肉动物（如赤狐等）提供次级食物来源，这种自

上而下的资源促进效应在猎物资源匮乏时可能对维持中型食肉动物种群尤为重要（Lu et 

al., 2023）。

而于公众而言，大型动物通常都拥有一些与生俱来的特质，能够吸引社会公众对于保护

的关注，从而有序扩大社会力量的参与。雪豹家域很大，它所栖息的广袤栖息地内，也

同样孕育着许多其他的动植物。人们为了保护而采取的一系列保护措施，如建立自然保

护区与国家公园、限制人类活动干扰等，在保护雪豹的同时，也为其他生物提供了良好

的生存空间。一些珍稀的高原植物，得以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生长繁衍；同时，与雪豹

共享栖息地的其他动物，也因雪豹保护工作的开展而受益，整个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得

到了有效保护和提升。

三江源地区的部分食物网结构（Lu et al., 2023）

因此，雪豹等大型食肉动物作为某一区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在整体生态系统的保

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了解其种群状况能够为保护重点规划提供关键信息，这不

仅有利于保护特定物种，也有利于保护它们所栖息的生态系统 (Karanth et al., 2011; 

Suryawanshi et al., 2019)。

此外，雪豹保护从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其栖息地的保护，这些广袤的栖息地上错综复杂

的水系作为大江大河的源头，为亚洲大部分地区提供着赖以生存的水资源，造福了十几

亿人口。雪豹对食草动物的控制作用，间接保护了水源地的植被，保障了这片土地的水

源涵养能力，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补给。黄河作为中华民族

的母亲河，滋养着中国北方大地，为沿岸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不可或缺的水源。

长江则是中国水量最丰富的河流，其流域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水资源支撑着庞大的生

态系统和社会经济活动。而澜沧江 - 湄公河更是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

和越南等多个国家，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水资源命脉，为这些国家的农业灌溉、水力发电、

内河航运等提供基础保障，对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

雪豹、人类文化与生存威胁

青藏高原作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交汇之地，独特的“神山圣湖”文化与雪豹保护

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共生关系。早年的一些访谈显示，藏地牧民们所了解的雪豹传说和故

事中，大部分（78%）是中性的，剩下的 9% 是正面的，13% 是负面的，对于他们来说，

雪豹亦是芸芸众生之中平等的一份子 ( 李娟 , 2012)。这种共生关系不仅体现了自然生态

与人文信仰的互动，也为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本土化路径。

从地域的角度来说，青藏高原的“神山圣湖”体系（如阿尼玛卿、年保玉则等）多分布于

高海拔生态系统核心区，与雪豹栖息地高度重合；寺庙的选址也大多和雪豹栖息地选择

类似，定期组织的祭山、转山、巡山等活动有时是全民参与的，因而可以认为相关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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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执行力度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 李娟 , 2012)。从认知体系的角度而言，藏文化中

的“生命共同体”观亦是将雪豹纳入“山神 - 圣湖 - 人 - 兽”共生网络。藏传佛教中本就存在

的“不杀生”戒律，禁止猎杀野生动物，禁止在神山采挖药材、砍伐林木，在规定以外，

三江源的农牧民对大自然与野生动物通常也抱有关心和好奇。众生平等、珍爱自然的理

念是三江源地区的牧民们尊重野生动物及参与保护工作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然而近年来，雪豹与人类的共生关系中，冲突与矛盾的比例逐渐增大。它们面临着多种

生存威胁，如偷猎和非法贸易、报复性猎杀、气候变化，以及大范围的基础设施建设。

有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两个世代内，雪豹的种群数量至少下降了 20%。早在 1972 年，

雪豹就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濒危（EN）物种，1975 年被列入《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 I。雪豹活动与牧业活动存在区域上的重叠，在

野生猎物之外，雪豹也有机会捕食当地农牧民养殖的家畜，而这正是造成雪豹与当地人

之间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因素。不过与其他雪豹分布国相比，三江源地区的雪豹对家畜的

依赖较低，这与这些年野生动物保护的成效密不可分 ( 李娟 , 2012)。

因此，了解雪豹的种群现状与影响因素，对于评估亚洲高寒山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以及后续针对雪豹本身及其栖居的生态系统的保护策略制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国际雪豹调查研究与保护的进程

大型食肉动物种群数量评估对于制定有效的保护规划至关重要。国际上对于雪豹的调查

研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就已开始，但由于雪豹生性隐秘，那时对其种群状况的研

究记录较为零星，仅有个别国家如中国、印度、蒙古等进行过少量研究或保护立法工作。

直至 70 年代，美国著名生物学家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首先开始在巴基斯坦、

中国等主要雪豹分布国进行开创性调查，全球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才逐渐步入正轨。

往后，一代又一代研究人员和保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使得全球雪豹保护不断进步。

2002 年，美国西雅图的雪豹生存峰会探讨了雪豹保护的未来规划，并于 2003 年发布《雪

豹生存策略》（Snow Leopard Survival Strategy, SLSS），评估了不同国家雪豹种群状况

和面对的威胁，推动各国制定相应的保护计划。同时，这次峰会还促成了国际雪豹网络

（Snow Leopard Network，SLN）的诞生，为世界范围内的雪豹专家提供共享信息的平台，

促进个人、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的合作，来对雪豹进行科学合理的保护。

2013 年，雪豹网络更新了《雪豹生存策略》，这次更新专门介绍了基于社区的雪豹

保护方法，同时将论述的重心从雪豹的濒危性转移到了雪豹的生态价值与服务功能。

同年，全球雪豹和生态系统保护计划（Global Snow Leopard & Ecosystem Protection 

PART3
雪豹寻踪：
社区参与和科技助力
的双管齐下

掌握动植物的种群状况对于有效管理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管理人

员、研究人员和当地社区而言，种群数量和密度的估计都是最直观体现物种种群状态的

变量，从而使得监测物种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或评估保护措施的成效都更加定量化。

其中，个体数（种群数量）是全球大多数物种监测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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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简称 GSLEP）启动。该计划发布的《2017 年比什凯克宣言》、《2017 年加

德满都决议》、《2018 年伊塞克湖声明》和《2018 年深圳共识》都强调了对雪豹种群

应当进行更有力、更广泛的监测。

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大范围雪豹种群估计的开端大概可以追溯至 2017 年。彼时，IUCN 基

于 McCarthy et al. (2017) 的评估，决定将雪豹的受威胁等级从“濒危（EN）”调整为“易危（VU）”。

这次降级饱受争议，缘由主要是对于雪豹种群数量估计潜在偏差的担忧 (Suryawanshi et 

al., 2019)。当年，国际雪豹与生态系统保护论坛在比什凯克举行，设定了对全球雪豹种

群进行可靠估算的目标，旨在终结全球雪豹种群数量估计的不确定性。来自 20 多个国内

外保护组织以及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和保护人士为了充分利用现有调查，保障数量估计的

统计严谨性，召开了多次会议，并在不同雪豹分布区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源，设计了全

球雪豹种群评估框架（简称 PAWS）。

PAWS 预计需要五年时间完成，目标是估计全球雪豹种群数量，并能在此之上带来其它

额外收益，包括获得可靠的雪豹分布图，绘制威胁因素分布图，培训青年保护工作者和

志愿者，以及识别未来多种气候变化情景下的雪豹避难所。这是一项很有雄心的计划，

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指导委员会和管理小组，旨在促进政府、生态学家、统计学家、程

序员和数据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来达到更好的保护效果，并为未来可能进行的其它受威

胁物种的大范围调查做出范例。

雪豹种群调查面临的挑战

这项大规模“普查”的任务实施起来并不简单，主要面临着以下三个挑战：

1  雪豹行踪诡秘，遇见率低

雪豹多活动于高海拔的偏远之地，往往很难到达。加上其隐秘的习性、偏低的种群密度，

使得探测的难度大大增加。截至 2018 年，现有的有效调查手段——如红外相机与遗传

学调查，仅仅覆盖了雪豹分布面积的 2%，且主要集中在高质量的雪豹栖息地 (Ale and 

Mishra, 2018)。

2  大范围调查耗时耗力

目前国家和世界级别对于雪豹种群数量的估计大多基于较小的研究区域——这些研究

区域大多是雪豹的最佳栖息地，这可能会高估连片区域的总体密度（Suryawanshi et al. 

2019）。且部分研究方法本身也并不能给出直接的种群数量估计，如统计痕迹频率、问

卷调查等。因此，各国政府以及雪豹研究和保护界目前都致力于利用可靠的方法来进行

更为准确的雪豹种群评估，以期了解大尺度上雪豹种群的现状，为未来的保护规划提供

参考依据 (Sharma et al., 2019)。

3  数据标准化与科学分析难点重重

早期不同项目采取的研究方法各有不同，研究结果之间很难进行系统的比对和归纳。随

着技术的快速发展，红外相机监测技术、无线电项圈追踪技术、卫星定位颈圈技术、遗

传学技术等，都助力了雪豹的调查与研究。调查和数据分析方法的进步使得大规模雪豹

密度和种群估计变得更为可靠 (Sharma et al., 2019; Bayandonoi et al., 2021b)。红外相

机技术和分子手段的发展使得区域内雪豹种群密度估计的准确性得到一定的提升 (Aryal 

et al., 2014; Pal et al., 2021)。

PAWS 提出了一种大尺度雪豹种群调查的调查方法 (Sharma et al., 2019)，该方法囊括了两

大部分：1）在大尺度上评估雪豹的分布或栖息地利用情况；2）在不同栖息地利用梯度的

研究位点上开展雪豹密度调查 (Sharma et al., 2019)。PAWS 的使用规程主要强调了“在哪里”

进行调查采样，有助于帮助确定抽样调查的位点，确保种群调查在大尺度的区域代表性。

PAWS 建议的可靠雪豹种群数量估计工作流程

局部种群数量 全国种群数量

分布地图 威胁地图

区域种群数量 全球种群数量

基于设计的推断

DNA扩增 SNP分析 猎物种群分析

取样点概率分配

雪豹占域

雪豹密度和地图

SCR分析

文献研究初步勘查访谈

栖息地分层

猎物调查遗传学取样红外相机调查

图像分类和标记

SCR分析

个体识别

有蹄类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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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方法过往研究中展现出了大尺度层面进行雪豹种群调查时的有效性。在印度喜马偕

尔邦进行的调查中，研究者们估算在这片 26,112 平方千米的土地上，雪豹平均密度约

为 0.19 只 /100 平方千米 (Suryawanshi et al., 2021)。2021 年蒙古的雪豹调查中，初步

结果显示在 326,617 平方千米范围内，雪豹的总个体数为 953 只（95% CI: 806 ~ 1,127) 

(Bayandonoi et al., 2021a) 。

中国在雪豹种群调查与保护中的投入和努力

中国的雪豹调查研究起步偏晚，第一项针对雪豹的调查工作可以追溯到 1980 年前后。

2013 年全球雪豹和生态系统保护计划（GSLEP）启动之时，中国作为雪豹重要分布国也

积极投身于项目之中。国家林业局（现国家林业与草原局）编写发布了《中国雪豹保护

行动计划》，识别出中国雪豹面临的四大威胁：1）放牧活动导致栖息地质量退化；2）

气候变化和野生动物疾病；3）非法矿业开采和不合理的道路建设；4）针对雪豹猎物的

盗猎。也提出了影响保护成效的五个问题，并制定了十二项行动计划，其中包括了“雪豹

种群及栖息地数据不足”这一大问题和对应的增强种群和栖息地调查监测、加强各相关生

态学领域基础研究等行动计划。

中国雪豹调查保护的力量发展至今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在国家和政府层面以外，有非

常多科研机构、高校、保护组织、企业资源和民间团体等，以各自所长加入雪豹调查和

保护的工作。在地工作之余，各机构组织也会经常聚会，商讨雪豹的保护策略。2015 年 

7 月，北京大学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联合团队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举办了第一届

玉树国际雪豹论坛，会上成立了“中国雪豹保护网络”，作为中国雪豹研究与保护的交流

平台。自那以来，又在新疆乌鲁木齐（2016 年）、青海玉树（2018 年）、青海西宁（2019

年）和四川成都（2023 年）举办了四届国际雪豹论坛，并于 2025 年 5 月在北京市举办

第六届雪豹研讨会。截至 2025 年，网络已有超过 34 个组织机构成员加入，包括地方政府、

保护地管理部门、科研机构、民间组织、社区和个人，在协作中共同推动中国雪豹研究

与保护的发展。

与全球雪豹调查的情况类似，在中国，对雪豹种群的调查也多集中在雪豹关键栖息地内。

以青海省为例，雪豹种群调查工作已覆盖全省雪豹潜在栖息地的 4.4%，总覆盖面积超过 

30,000 平方千米，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上的三江源地区与祁连山 ( 刘沿江等 , 

2019)。虽然多年来各在地组织机构和保护区都在对当地雪豹种群进行持续监测和分析，

全国范围内的大尺度系统性评估（＞ 10,000 平方千米）却依旧匮乏。现今，想要响应国

家对于雪豹种群调查的需求，不仅需要加大调查努力的投入以满足 PAWS 提出的“在 20% 

的雪豹栖息地内进行雪豹数量调查”的目标，还需要采用更为可靠的方法将现有大体量数

据利用起来。目前，三江源区域在不同环境梯度中大面积布设了红外相机，使得通过这

个监测网络获得大尺度范围内可靠的雪豹种群成为可能。

如果能够基于现有各方的雪豹的数据，用以评估大尺度的雪豹数量，可以节约大量宝贵

的调查和保护资源。但在大尺度应用之前，需要先评估已有数据的代表性，从而确保数

据分析的准确性和用于推广的可行性。本报告便是通过整合三江源区域各方已有的雪豹

调查数据，分析该方法的可行性，评估三江源区域内的雪豹种群现状，得到中国第一笔

大尺度雪豹密度与种群估计的数据，从而促进对于三江源雪豹的了解，并为更多大尺度

雪豹种群快速估计搭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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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已知挑战，如何克服？

正如前述提到，雪豹种群调查面临诸多挑战。在多年间，主管部门、当地政府、高校及

民间组织共同努力，摸索解决途径，扬长避短、努力克服。

 社区参与式监测

自 2009 年以来，三江源地区开展了以政府为主导、农牧民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的野生

动物研究和保护模式探索。通过选拔社区监测员，利用红外相机技术易操作、以标准化

和大面积推广等特点，在各地区进行以社区为主体的红外相机监测试点工作。一方面，

当地人了解野生动物的习性，可以在物种分布、数量变化、威胁评估、保护行动等方面

提供宝贵的经验。另一方面，红外相机所捕捉到的野生动物影像，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重

要宣传材料，基于影像与调查结果的社区分享，也更易加强当地社区动物保护的责任感

与自豪感。

长期以来，三江源的雪豹种群调查与监测就是主要通过布设红外相机来进行的。在当地

政府的指导下，各个科研院所与社会组织，一起组织了各式样、各层面的技能培训，使

当地国家公园管护员及其他普通农牧民具备了反盗猎巡护、红外相机布设回收、野生动

物痕迹调查以及有蹄类调查等多项技能，参与到社区为基础的监测工作中。

 多机构协同调查

为了使研究地点更好地覆盖整个三江源区域，研究团队联合了在三江源进行雪豹调查研

究的四家组织机构，对 2015 至 2021 年间在 12 个研究地点进行的红外相机调查数据进

行了整合与清洗，确保用于大尺度密度研究的数据一致性和标准化。

由于发情期的雪豹活动较为频繁，且会下到海拔较低的地区，能够获取更多的雪豹捕获，

因此研究团队统一选取调查时间在冬季的数据，大致于雪豹交配季前后，也即每年的一

月至三月（Johansson et al., 2021)。不同组织机构的调查开始时间于十月至一月不等，

结束时间也因此有所不同，但总调查时长都限制在三个月。

为了完成数据标准化，研究团队比较了不同组织间雪豹个体识别的流程差异，最终决定

采用以下三个步骤对个体识别流程进行标准化 (Suryawanshi et al., 2021)，没有使用标准

化流程进行个体识别的数据不参与后续分析。标准化流程如下：

1. 研究人员对每个研究点的原始雪豹媒体进行独立的个体识别，为媒体打上个体

标签，将每只雪豹个体的面部、四肢、两侧身体与尾部的环状花纹录入个体档

案库；

2. 对于每个研究地点的数据，会有第二名研究人员对第一步标记的雪豹个体进行

审查，将每个个体的照片与档案库进行比对，以检查档案中个体是否确实互不

相同，或是否存在不同个体被错认为同一个体的情况。如果确实存在错误，会

请第三名研究人员参与验证档案中个体的合并或分离；

3. 完成雪豹照片的标记与查重后，只使用两侧身体或尾部花纹清晰的个体捕获数

据进行建模，以降低花纹面积过小导致错认雪豹的风险。对每个研究地点，研

究团队选择两侧身体或尾部中不同个体最多的数字进行建模，这确保了进入模

型的每一个个体都有确切的照片依据能够与其它个体进行区分。

 在经过检验的 PAWS 框架上进行适应性调整

由于雪豹在三江源区域内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存在一定的栖息地偏好。而该地区的红

外相机在最初布设时，并非基于大尺度的系统规划。因而，分析时需要更严谨地考虑已

有数据在雪豹不同栖息地层级中的代表性，来获取整个区域内相对准确的雪豹种群情况。

研究团队综合使用了两种方法对雪豹栖息地分层（主要区分不同栖息地质量），并评估

现有数据的代表性。

研究团队也对种群模拟的方法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调查地点所涵盖的栖息地质量良莠不

齐，红外相机也广泛地分布在不同的栖息地层级上。因此，相较于以不同的调查地点为

不同单元，研究团队选择将红外相机作为密度估计的基本单元。也就是说，在对异质密

度分布建模时，研究团队使用了相机位点级别而非监测位点级别的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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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分布情况

肖凌云等 (2019) 首次完成了三江源地区雪豹栖息地分布预测和保护优先区规划的工作。

研究团队在 2008 - 2017 年间，通过粪便收集和红外相机两种方式获得了 560 个雪豹分

布位点，稀疏化处理共有 220 个分布位点纳入模型。同时，研究团队以 2016 年 6 - 9 月

的 Planet 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为底图，通过目视解译的方法对区域内人类活动斑块进

行了提取，对于三江源区域的人类活动类型进行了高精度的识别，能更好地反映人类活

动影响。利用最大熵模型（MaxEnt 模型），代入 29 个可能与雪豹栖息地适宜度相关的

环境变量（包含地形相关变量、增强型植被指数、土地覆盖类型、生物气候变量、人类

活动影响五个部分），用 75% 的数据作为训练数据模拟了三江源雪豹栖息地的分布，并

用剩余 25% 的数据进行了模型检验。

三江源区域雪豹潜在栖息地分布，改自肖凌云等 2019 年发表于

《生物多样性》的“三江源地区雪豹保护优先区规划”

PART4
雪豹栖息地分布
与调查代表性分析

研究表示，坡度和道路密度对栖息地模型的综合贡献最大，雪豹主要生活在坡度较大、

道路密度较低的区域。据此计算出三江源地区潜在雪豹栖息地面积为 116,570 平方千米 , 

占整个三江源面积的 31.8%。而加入人类影响变量后，模型预测的雪豹栖息地面积较不

加人类影响时减少了 2.8 万平方千米，占雪豹潜在栖息地面积的 19%。

分层与调查代表性

研究团队评估了已有种群调查数据在三江源区域的代表性，以确保密度估计结果外推的

可靠性。

研究团队使用统一标准对不同来源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进行筛选，保留了 280 台红外相

机的数据用于密度分析。而后，将整个三江源区域划分为 1×1km 的网格，每个网格内保

留一个相机位点，以减少相机点位聚集带来的误差。经过稀疏化处理后，保留了 246 个

红外相机位点用于代表性评估，其中，有 211 个点位位于划定的雪豹潜在栖息地内。

依据下面两个间接反映栖息地质量的值，研究团队对划定出的雪豹潜在栖息地进行了分层：

（1）最大熵模型生成的雪豹分布概率；

（2） 基 于 分 布 概 率 和 栖 息 地 连 通 性 估 计 的 保 护 优 先 级 值 (Moilanen et al. 

2009)。

最终获得了基于雪豹分布概率的三个栖息地分层（以下简称“分布概率分层”）和基于保

护优先级值的五个栖息地分层（以下简称“保护优先级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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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直方图展示了不同分层下的调查努力，反映了雪豹潜在栖息地内的种群调查数据

代表性。在（a）中，蓝色柱形表示不同分布概率下的红外相机数量，灰色柱形表示

在不同分布概率分层内的 1×1 千米网格数量。在（b）中，蓝色柱形表示不同保护优

先级值下的相机数量，灰色柱形表示在不同保护优先级分层内的 1×1 千米网格数量。

PART5
雪豹种群数量
评估结果

空间标记重捕法

近年来，捕获 - 标记 - 重捕（简称标志重捕）方法广泛用于大型猫科动物的调查。该方

法根据动物个体在特定区域内的捕获（探测）历史，估计该物种的探测概率和种群数

量。对一段时期内捕获的个体进行识别（通过红外相机拍摄或遗传学样品分析），即可

生成捕获历史 (Karanth, 1995; Trolle and Kery, 2005; Wallace et al., 2003; Mondol et al., 

2009)。对于常用的红外相机照片来说，可以通过每只雪豹的独特斑纹，根据详尽的流程

指南来识别不同的个体 (Jackson, 2006)。

用于估算野生动物种群密度和数量的空间标记重捕法（spatially explicit capture-recap- 

ture model，SECR）由 Efford (2004) 首次提出，此后发展迅速 (Borchers and Efford, 

2008; Royle and Young, 2008)。该方法要求目标物种的探测概率较高，能在多个位置被

探测到。同时，闭合种群空间标记重捕法要求种群不发生变化，因此取样必须在足够短

的时期内完成，以满足种群闭合的假设。SECR 的原理是：动物对空间的利用是不均匀的，

通常对其活动中心及附近的利用较多，而在远离活动中心的地方，空间利用则会下降。

这导致动物个体在其活动范围中心附近被捕获（或探测）的概率大于其活动范围的边缘。

通过调查获得在不同地点多次探测到不同动物个体的空间数据，从而构建探测函数，估

算可能未捕获到的个体数量，最终估计出种群密度。

为了估计三江源地区的雪豹种群密度和数量，研究团队采用了多季度空间标记重捕模

型（multi-session SECR modeling），以不同的调查地点来对应模型中的不同”季度“ 

(Suryawanshi et al., 2021)，并根据模型分析的需求进行了红外相机数据的准备，如确认

是否有足够的红外相机来保障雪豹个体在不同位点间的重捕，以及是否避免了红外相机

的高度线性布设。结合捕获位点的信息，SECR 模型提供了探测数估计以及捕获位点与动

物活动中心之间的距离 (Borchers and Efford 2008)。考虑到在人类密度低、研究地点内

而后以每个分层内部红外相机数量作为不同分层的调查努力，用直方图进行代表性评估。

在基于雪豹分布概率的分层结果中，每个分层都有有效工作的红外相机（其中 104 台相

机位于最高分布概率层， 47 台在中等分布概率层，60 台在最低分布概率层），表明研

究团队的数据在这三个分布概率分层中均有代表性。而在基于保护优先级值的分层结果

中，红外相机仅覆盖了其中的三个分层（从保护优先级从高到低，分别有 168 台、25 台

和 18 台相机），表明研究团队的数据更能代表这三个分层，在后续外推中也应仅考虑这

三个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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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更为保守的雪豹种群数量估计分别为 971 只（95% CI: 732 ~ 1,287）和 978 只（95% 

CI: 737 ~ 1,267），覆盖的面积分别为 105,483 平方千米和 101,980 平方千米。可以看到，

三种估算方式指向了相近的雪豹种群数量估计结果。

没有大河或大片冰川区域的情况下，唯一不适合雪豹栖息的、可能成为栖息地屏障的景

观元素是湖泊。研究团队移除了红外相机位点周围区域内的湖泊元素，建立了最终用于

密度估计的区域。

在进行雪豹密度估计时，研究团队引入了多个协变量（包括与栖息地质量相关的连续变

量和分类变量、以往雪豹栖息地研究中有较大影响的环境协变量等）来解释雪豹密度的

异质性，同时基于 AIC 值（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a，赤池信息准则）比较了不同模

型的表现。

分析结果

SECR 模型建立的密度估计掩膜囊括了 32,899 平方千米（不包括湖泊），覆盖了三江源

地区 28.2% 以上的雪豹适宜栖息地 (Xiao et al., 2019)，这表明现有的调查努力已经达到

相当高的程度。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媒体中，共识别出 127 只雪豹个体，独立捕获次数

为 354 次。

进行雪豹密度估计时，以“保护优先级分层”作为唯一协变量的模型表现最佳。最终分

析结果显示，在三江源地区的雪豹潜在栖息地中，雪豹的总种群数量估计为 1,002 只

（95% CI: 755 ~ 1,341）。这种以保护优先级分层的方式可以为雪豹栖息地分层提供一

种替代性的抽样分层方法，作为早期研究中使用的占域调查的补充 (Sharma et al. 2019; 

Suryawanshi et al. 2021) ，尤其适用于已有种群调查数据已经覆盖了很大比例的雪豹栖

息地的情况。

可靠性分析

 三种种群数量外推方式获得类似结果

为了最小化低质量栖息地调查努力不足，从而导致的整体密度和数量高估的风险，研究

团队还估计了两个外推范围更为保守的种群数量：

（1）根据已知的雪豹最长迁徙距离（77 千米） (Johansson et al. 2021)，仅将雪豹

捕获记录周围 80 千米缓冲区内的雪豹栖息地作为数量外推区域（调查区域 1）；

（2） 仅外推至三个有调查努力（即布设了红外相机）的保护优先级分层（调查区域2）。

a. 雪豹潜在栖息地内，基于表现最好的 SECR 模型外推绘制的雪豹密度分布预测图。

b. 雪豹潜在栖息地内，雪豹记录点周围 80 千米缓冲区内的密度分布预测图。

c. 雪豹潜在栖息地内，在三个有调查努力的保护优先级层内的密度分布预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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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及报告

研究地点
研究面积 

( 平方公里 )
雪豹密度 

( 只 / 百平方公里 )

Kachel et al. 

(2017)

塔吉克斯坦，

Madiyan
约 1,000 0.46 (95% CI: 0.20 ~ 0.83)

Kachel et al. 

(2017)

塔吉克斯坦，

Murghab

（穆尔加布）

约 1,000 0.74 (95% CI: 0.57 ~ 0.95)

Suryawanshi et al. 

(2021)

印度，

喜马偕尔邦
26,112 0.19 (95% CI: 0.12 ~ 0.31)

本研究 中国，三江源 116,570 0.90 (95% CI: 0.68 ~ 1.21)

Bayandonoi et al. 

(2021a)
蒙古 326,617 0.31 ( 未报告 95% CI)

 与分布模型的交叉检验

在本研究中，研究团队利用了两套独立数据集用于进行雪豹分布概率模拟和种群评估，

若栖息地评估结果和种群数量密度估计存在一致趋势，也即雪豹栖息地质量越高的地方，

种群密度或数量越高，则表明二者的结果能相互印证。

根据最优模型，五个保护优先级层（即从低到高的栖息地质量）的雪豹种群密度分别为 0.16 

/ 100 平方千米（95% CI: 0.05 ~ 0.50 / 100 平方千米）、0.27 / 100 平方千米（95% CI: 0.12 

~ 0.62 / 100 平方千米）、0.45 / 100 平方千米（95% CI: 0.26 ~ 0.78 / 100 平方千米）、0.75 

/ 100 平方千米（95% CI: 0.55 ~ 1.01 / 100 平方千米）和 1.24 / 100 平方千米（95% CI: 0.98 

~ 1.56 / 100 平方千米），这与栖息地保护优先级（栖息地质量的间接反映）由低到高的

排序相一致。保护优先级层的 beta 系数为 0.50（95% CI: 0.21 ~ 0.80），这意味着在更

高的保护优先级区域中有更高的雪豹密度，也即基于独立数据集的研究区域分层和密度

估计结果相互一致。

与全球其他种群研究的对比

中国拥有超过 60% 的全球雪豹栖息地和种群 (Li et al. 2016; McCarthy et al. 2016)，在全

球雪豹保护中扮演着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次评估是中国首次进行的大规模雪豹种群密

度和数量估计，也是目前已正式发表的全球最大规模雪豹种群评估结果。

全球雪豹种群的最乐观估计为 4,678 到 8,745 只 (McCarthy et al. 2017)。根据研究团队

保守估计的结果，三江源地区的雪豹种群数量占这一全球估计的 11% ~ 21%，从中国乃

至全球的尺度上来看，在三江源地区开展长期的雪豹监测与保护工作，对于维护雪豹种

群健康，促进生态系统安全，都拥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江源雪豹潜在栖息地内的密度，高于全球大多数超过了 1,000 平方千米的研究。

三江源地区雪豹的过往食性分析表明，岩羊（Pseudois nayaur）占其食物摄入的 80% 以

上 (Lu et al. 2021)。岩羊的密度在这里位居世界前列，早期研究 (Xiao et al. 2022) 也有

报道，这可能也解释了本研究中发现的较高的雪豹密度。

表：调查区域大于1,000平方千米且基于空间标记重捕模型的现有雪豹红外相机密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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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科学监测，既能充分发挥人员力量完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又让更多牧民亲身参与

保护，逐渐形成“自己的家园自己守护”的氛围。

调查发现，社区参与保护的动力分为两种：一种是外部推动的，比如发补贴、出政策，

帮大家平衡保护工作和生活收入；另一种是内心驱动的，比如祖辈传下来的环保理念，

或者完成工作带来的成就感。最有效的保护项目，往往能把这两种动力结合起来。在三

江源，牧民监测员既有守护家乡的传统情怀，又通过工作获得自豪感，这是他们坚持多

年的主要原因。再加上合理的补贴政策、系统的技能培训，让牧民们既能获得实际支持，

又能感受到自我价值，这样保护工作才能长期持续，吸引更多新鲜血液加入。

推动雪豹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协同：
人兽冲突保险、自然体验

由于大部分雪豹栖息地与人类活动区域难以分割，想要达到保护雪豹的目标，就必须充

分考虑和平衡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当地社区的问题和诉求。在限制一些人为活动以达

到保护目标的同时，也需要尊重和保障社区的传统生计和发展权，同时努力调和可能存

在的人与包括雪豹在内的野生动物之间的矛盾。国际上采取的替代性生计主要有雪豹生

态旅游、生态产品生产或售卖等形式，通过这类替代性生计，可以期望达到减轻畜牧压

力和减少盗猎及报复性猎杀的目的。

基于雪豹社区监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原上草自然保护中心、以及年保玉则生态环境

保护协会等机构在多地设立了野生动物捕食家畜肇事基金，以此推动了相关保险的正式

运行；进行人熊冲突防范试点，保障牧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推行自然体验、妇女手工

艺等替代生计，为保护背景下的社区发展谋求新的出路。

PART6
雪豹保护的未来

开展长期监测提供科学支持：
基于社区的可行性探索

过去几十年里，在人和动物共同生活的复杂环境中，以当地社区为主体的参与式研究和

保护的方法越来越受认可。这种方法更多强调的是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出发来进行生物

多样性保护，而非单纯由专家参与。它基于三个重要理念转变：从聚焦单个物种到关注

整个生态系统，从把人和自然分开到看作一个整体，从专家指挥到大家共同参与。简单说，

就是充分当地人的优势、考虑当地人的需求，把他们的传统知识、生态智慧和生计需要

共同融入保护计划，既保护生物多样性，也保障人的生活，实现人与自然双赢。

实际操作时，如何实现社区的有效参与仍面临着多重挑战。如果不清楚当地社区真正需

要什么，保护计划很可能会变成“纸上谈兵”，甚至引起社区的不满；如果激励机制设置

得不合理，大家参与的热情也很快就会消退。每个社区内部的关系网络和利益需求使得

参与动机变得十分复杂，且随着时间推移和参与程度变化，这些驱动因素亦处于持续演

变的状态。所以，搞清楚大家为什么愿意参与保护（比如能得到实际好处？还是发自内

心热爱？），参与过程中有什么难以克服的困难（比

如技术难以学习？还是太过劳累辛苦？），及时调

整激励方式，最终才可能将参与生态保护内化到社

区自身的“本能”之中，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永续发展。

聚焦三江源地区的实践探索，本次调查评估的数据

大部分都来自于社区监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牧

民接受培训后成为了生态监测员或巡护员。基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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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技术力量参与：
腾讯 AI 助力雪豹研究与保护

随着物种监测的普及和常态化，科学家、在地保护组织和社区等多方面临的数据体量逐

渐增加，数据处理效率亟待增加。为了将一线调查和保护人员从繁重的记录、标注和识

别工作中部分解放，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们的工作量，腾讯团队充分应用已有资源，自

主开发了一套包含红外相机数据 AI 识别、巡护数据协同管理的数据平台，将 AI、云计算

等技术应用于以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以促进生态保护过程中的数字化和解决效率问题

(《生物多样性 100+ 全球案例选集》编辑部 , 2021; 腾讯 , 2023)。

这套系统尝试提供 AI 物种识别、数据上云、模型搭建与运算等功能，以实现对基础数据

的自动整理，如筛除空镜头、识别图片和视频中的雪豹等物种。这大大提升了从海量监

测数据中识别物种的效率，还能进行数据分析并导出直观的结果，展示该地区生活的雪

豹数量、位置和活动，更高质量地协助科学家及专业保护人员做好物种监测及样线调查，

协助制定合理的保护策略 (《生物多样性 100+ 全球案例选集》编辑部 , 2021)。

我们期待在未来，技术能够与传统生态学方法、社区参与及政策创新更好地结合，逐步

将功能整合成完整的系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更精准、包容的作用，有效提升整

体监测效率和水平，并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建立多国合作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在技术领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生物多样性 100+ 全球案例选集》编辑部 , 2021)。

自然体验通过培训当地社区居民变身向

导、建立民宿来接待访客，带来的收入

会逐渐改变当地居民对雪豹的态度，同

时他们将收入的一小部分作为社区的公

共基金，既可以用于直接开展生态保护

工作，也可以捐助给当地用于提升牲畜的管理水平，以减少人兽冲突的发生。作为生态

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自然体验能够直接将自然资产转化为生态价值，提高牧民参

与国家公园及周边保护地建设的动力，向公众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推动区域内的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除此之外，与雪豹保护相关的生态产品包括用牦牛绒和羊毛等环保材料

制作的手工艺品、以牦牛奶与酥油为主要成分的手工香皂和少量农产品等，这类生态产

品往往根植于当地文化，并以相对朴素和传统的方式进行雪豹保护，社区的参与程度极深，

无论是经济层面、保护层面还是能力层面都有切实的改变和收益，但影响力往往局限在

社区或区域之内。

缓解人兽冲突方面，各地还采取了诸如建设防兽畜栏、建立人兽冲突补偿保险机制等。

一些地方的村民甚至在本土组织的引导下，管理着能够供牲畜与野生有蹄类动物共同使

用的牧场。这些方案的基本理念都很简单——通过优化放牧方式、保护好当地人的畜群，

补偿当地居民因野生动物而蒙受的损失，来恢复人们和社区对野生动物的容忍度，提升

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最终促进社区

整体参与到生态保护中来。

能够得到当地社区的支持、能够发动

社区的自主参与，才能最终让生态保

护的话语和行动更有力量、更可持续。

三江源地区雪豹种群调查报告 2025三江源地区雪豹种群调查报告 2025

2928



回顾中国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历史，报告团队发现，过去二十年，尤其是最近的十年里，

雪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雪豹研究和保护最让人惊喜之处在于，在一个物种的背后，

越来越多的力量遍地开花。在政府的主导下，社会公众、民间组织、科研单位以及当地社区，

聚沙成塔，共绘雪豹及高山生态系统的保护图景。雪豹的研究和保护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且生态系统多样，物种保护需要更多力量、更大区域以及更为灵活的

空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逐步推进，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给予更多的期待。

由于地域广袤、栖息地社会经济情况复杂多样，给雪豹的保护工作带来了诸多的困难，

报告团队只能基于已有的信息，最大程度地进行整理，结果与叙述如有不当之处，报告

团队在此致以诚挚的道歉，并期待大家的改进建议。

最后，本次报告的完成，得益于过去多年来众多组织、机构与个人在雪豹研究和保护议

题上卓有成效的行动，而这些行动的背后，是众多关注雪豹研究和保护的主管部门、地

方政府、基金会以及企业长期持续的支持，尤要感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以及各级主管部

门对雪豹保护的投入和支持，这是中国雪豹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基础。在此，报告团队

再一次真诚地感谢所有人为雪豹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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